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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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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汽车产业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变革时期。近年来，中国兴起了造车热潮，大量新创企业

进入到汽车制造领域。伴随着中国汽车销售市场下行，新创汽车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基于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

空间格局；基于非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识别新创汽车企业高退出风险的“热点”区域；

运用二值Logit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高进入地区退出的

新创汽车企业数量较多，企业退出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态势；中国沿海和沿长

江多个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规模较大。② 高退出风险“热点”区域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

春市、吉安市、山东省烟台市、安徽省池州市、铜陵市等地。③ 相关多样化降低了新创汽车企业

的退出概率，非相关多样化增加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城市原有的整车产业关联密度越高，整车

企业规模越大，新创整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高全球化水平、高国有工业依赖度、低税收负

担率有助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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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产业体系处于持续演化的过程，创新使得一些产业

迁移或者消失，也使其他新兴产业浮现[1]。新创企业是市场结构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是产

业结构调整和国家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力量，是就业增长、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

主要来源[2,3]。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将改变原有的产业发展格局，为新创企业在新的技术

起跑线挑战传统企业，“弯道超车”，赢得市场竞争提供机会窗口[1]。

当前，汽车技术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变革时期，智能化、自动化、共享化和电动化

的趋势更加明显，激发了汽车产业新一轮的创业热潮[4]。汽车产业具有高投资、高产出的

特征，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5]，已成为牵引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6]。近年来，

中国许多城市将汽车产业作为重点扶持行业，力图实现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兴起了

造车热潮[7]。

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使得中国汽车产业市场竞争空前激烈[6]。2018年，中国汽车产

业进入了拐点，出现了产量和销量双双下滑的情况，面临着宏观经济下行、补贴政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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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技术短板突出、竞争激化等风险，新创汽车企业退出风险增大[6]。一方面，在市场经
济环境下，竞争能力较弱的企业退出是经济体系新陈代谢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
有利于优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8]。另一方面，企业大量进入新兴领域，又在短时期内大量
退出，容易造成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9]。汽车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产业链较
长[10,11]。一些规模较大的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市场将导致较大沉没成本，对经济系统也将造
成一定的负面波及效应[6]。中国新创汽车企业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9]。

关于企业生存的研究，学者最先关注企业和行业的属性特征，如企业的规模和年
龄、市场结构、行业成熟度等要素的影响[12]。近年来，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
法来分析新创企业生存状态成为国际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从产业关联的视角出发[13]247，深
化了对新创汽车企业生存环境的理解。Klepper研究美国新创汽车企业演化进程，发现如
果新创汽车企业创业者拥有已有汽车制造业相关的工作经验，其生存概率明显提升，强
调了从母公司衍生（spin-off）的新创汽车企业相对具有更好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14]。
Cantner等研究德国汽车企业生存的决定因素，发现以往的从业经验可以降低企业退出的
风险[15]。Boschma等分析英国汽车企业生存的影响因素，发现关联产业的知识积累更有
助于企业生存[16]。Neffke等研究发现多样化经济只对年轻的企业有利，当地相关产业技
术的存在提高了企业的生存率[17]。Wennberg等利用分段指数风险模型研究了瑞典知识密
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者生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进入企业位于关联行业工人和
机构高度集中的地区时，更有可能生存下来[18]。Renski等发现区域产业多样性增加了美
国新创企业的生存机会，知识密集型新创企业受到产业多样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19]。
Howell等发现相关多样化对中国企业生存有积极影响，而非相关多样化则有不利影响[20]。
Basile等对意大利研究发现，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新
创企业生存概率[12]。

与较为丰富的产业关联研究成果相比，区域关联对产业动态影响较少受到学者关
注[21]。全球尺度的劳动空间分工使得企业镶嵌于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区域产业发展路径
还受到了全球化等区域外因素的影响[22]，需要进一步加强关注区域关联特别是全球化对
企业生存的影响。Puig等发现在国际市场上运营的西班牙服装新创企业生存率高于国内
企业，全球化增加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运营的效率，降低了位于集聚区的企业的失败风
险[23]。高凌云等的研究发现以外资企业为代表的全球化力量已广泛渗透到中国，对中国
汽车产业技术升级具有积极作用[24]。蒋纳等发现中国工业企业参加国际化运营则有助于
降低企业退出风险，提高了企业的生存时间[25]。

近年来，除了关注产业关联、区域关联之外，演化经济地理学者也意识到了政府政
策等制度性因素对于区域产业动态的影响[26]。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追赶时，往往将本国重
点产业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性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加以扶持[27]。因此，重点
产业的企业生存除了遵守市场经济的逻辑之外，也受到政府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27]。相
关研究表明在市场风险加大时，政府产业政策在短期内可以降低企业退出的风险[28,29]。凭
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政府对汽车产业具有较大的控制能
力，其政策对中国汽车企业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30]。相关研究发现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研发资助力度越大，越有助于新能源汽车尽早实现规模化的生产，早日实现经济收益[31]。

综上所述，开展中国新创企业汽车生存的影响因素分析，除了需要关注产业关联以
及企业个体异质性因素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全球化等区域关联因素以及政策关联因
素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探测2014—2018年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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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聚地区和高风险区域，有助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企业区位决策的优化，避免在不适
宜发展汽车产业的地方投入过多资源，产生较大的沉没成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
于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产业关联、区域关联、政府关联等相关变量指标，基
于国家信用公示系统构建企业个体异质性指标，定量分析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影响因
素，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认知，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演化经济地理学重视历史因素对产业演化的影响，认为先前产业发展对当前产业发

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影响[32]。本研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使用2013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相关指标，作为各城市2014—2018年新创汽车企业演化的历
史基础。
2.1.1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3 年） 该数据库包括营业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344875家工业企业数据。企业属性字段包括二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GB/T4754-2011）、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量、地址等信息。根据该数据库，
2013年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总数为11929家，工业总产值为5.88万亿元，占2013年中国
工业企业总产值的5.83%。
2.1.2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数据库（2014—2018年） 相关研究表明成立5年之内的新创企业
面临着较高的退出风险，过了5年之后，企业则进入生存相对容易的成长期[33]。本研究关
注成立5年之内的新创汽车企业的生存状况，将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成立
的汽车企业统称为“新创汽车企业”；若上述新创汽车企业在 2014—2018年内注销或者
吊销，则称之为“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是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发布的企业微观数
据库。本研究基于天眼查平台，获取了源自“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微观汽车企业
数据。自 2014年 1月 1日到 2018年 12月 31日成立的注册资本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汽车
制造业企业样本，共10104家，注册资本总额为7189.09亿元。这些企业分布于296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企业属性字段包括企业名称、地址、注册时间、经营状态、注销或者吊
销时间、注册资本等信息。本研究根据新创汽车企业地址，使用“百度拾取坐标系统”，
获取企业的经度和纬度信息，构建起中国新创汽车企业数据库 （2014—2018 年）。
2014—2018年，有866家新创汽车企业退出。
2.2 研究方法
2.2.1 均质背景下核密度估计分析法 均质背景下核密度估计方法假设事件发生独立于任
何已知的背景要素，是一种广泛用于估计局部强度的空间分析方法。本研究使用该方法
来分析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的空间格局，其公式为[34]35：

f ̂ ( )x, y = 1
nh2∑

i = 1

n

K
æ

è
çç

ö

ø
÷÷

d
i, ( )x, y

h
（1）

式中： f ̂ ( )x, y 表示坐标 ( )x, y 的地点上的密度值；n表示所有事件数（如退出企业数）；

h表示宽带； d
i,( )x,y

表示从一个事件点 i到 ( )x, y 的距离；K表示一个密度函数，用来刻画

事件点 i对 ( )x, y 上的密度值的贡献如何随 d
i,( )x,y

而变化，即 i的贡献是如何随着距离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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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34]35。本研究采用ArcGIS 10.5软件开展相关计算和制图工作。

2.2.2 非均质背景下核密度估计方法 非均质背景下的核密度估算方法主要处理已知背景

的影响问题[35]。鉴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受到进入的新创汽车企业布局的影响，本研究采

用该方法开展企业退出风险探测。其基本思想是计算基于栅格单元的退出新创汽车企业

密度与进入新创汽车企业密度的比率。

非均质背景下核密度分析公式为[34]40：

r̂( )x, y = c
w

（2）

式中： r̂( )x, y 表示地点 ( )x, y 处的企业退出强度；c表示该地点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的核

密度值；w表示该地点进入的新创汽车企业的核密度值。通过公式（1）计算得到 c和

w，公式（2）可以扩展转换为公式（3）：

r̂( )x, y = c
w

=

∑
i = 1

nc

Kc

æ

è
çç

ö

ø
÷÷

d
i, ( )x, y

h

∑
j = 1

nw

Kw

æ

è
çç

ö

ø
÷÷

d
j, ( )x, y

h

（3）

“蒙特卡罗模拟”可以用于估算不同地点企业退出强度的统计显著性[34]45，进一步从

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明一个地点的企业退出强度有多大可能属于“正常”范围。这个可能

性用概率“P值”来表达。P值地图能够反应企业退出风险的空间分异。通常在研究中需

要关注P值小于0.001、0.01和0.05的区域[34]55，即企业退出的高风险“热点”区域。本研

究采用ArcHeath10.5软件包开展相关计算和制图工作。

2.2.3 二值Logit回归分析 二值Logit回归需要满足两个重要条件，条件一是因变量属于

二分类变量，条件二是因变量发生率需小于15%。本研究中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属于二分

类对立事件，且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发生率为 8.57%，小于 15%，因此，本研究选择二

值Logit回归模型来分析该事件的影响因素[36]169-177。

本研究将 10104家新创汽车企业是否退出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如果新创汽车企

业经营状态为注销或吊销，则该因变量计为 1，表示企业退出；如果新创汽车企业处于

在业或者存续状态，则该因变量计为0，表示企业生存。

回归方程为[37]：

log it( )p = lnæ
è
ç

ö
ø
÷

p
1 - p

= β0 + β1x1 + β1x2 +⋯ + βk xk （4）

式中：p=probability(y=1|x1, x2, …, xk)表示自变量 x1, x2, …, xk的值给定时，新创汽车企业

退出事件发生概率； β0 为截距； βk 为回归系数；自变量 xk表示产业关联、区域关联、

政策关联以及企业个体异质性维度的多个变量。

在产业关联维度，本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业人员字段计算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38]、知识复杂性[39,40]、产业关联密度等变量[41]。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1）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变量。假定二位数产业部门 Sg 包括四位数行业 i，

其中g=1, …, G。城市二位数行业从业人员占全部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 Pg ，四位数行

业从业人员占全部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 Pi ，可得相关性多样化的公式[38]：

Pg =∑
i ∈ Sg

P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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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所有二位数下四位数行业的熵指数反映相关多样化（RV）水平：

RV =∑
g = 1

G

Pg Hg （6）

式（6）中：

Hg =∑
i ∈ Sg

Pi

Pg

ln
æ

è
çç

ö

ø
÷÷

Pg

Pi

（7）

而二位数水平上的熵指数反映非相关多样化（UV）水平：

UV =∑
g = 1

G

Pgln
æ

è
çç

ö

ø
÷÷

1
Pg

（8）

（2）产业知识复杂性变量。基于Balland等[39]的方法，建立了中国 359个城市在 556

个行业类别的产业知识复杂性二模矩阵N。如果行业 i从业人数占城市 c所有行业从业人

数比例大于或者等于行业 i占中国所有行业组合的比例，那么城市 c在行业 i便有相对行

业优势，用区位商 RCAc, i 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RCAc, i =

Employmentc, i ∑
i

Employmentc, i

∑
c

Employmentc, i ∑
c
∑

i

Employmentc, i

（9）

若 RCAc, i 大于1，则表明 i行业在城市 c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公式（9）中 Employmentc, i

表示c城市中 i行业的从业人数。

首先对二模矩阵N进行二值化处理，生成二模矩阵M，如果在二模矩阵中 RCAc, i 大

于或等于1则取1，反之为0。然后通过二模矩阵M计算城市行业多样性变量。该变量与

城市-行业二模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度数中心性有关[39,40]。城市的度数中心性（Kc,o）表示

某个城市拥有相对行业优势的行业数量。该数值越大则反映城市在更多的行业领域具有

优势。

DIVERSITY = Kc,o =∑
i

Mc, i （10）

最后经过n次迭代的多样性整合指标可以测度城市的产业知识复杂性：

KCIcities = Kc,n = 1
Kc,n

∑
i

Mc, i Ki,n - 1 （11）

（3）产业关联密度变量。Hidalgo等指出两个产业在一个地区同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RCA），则这两个产业邻近性较高[42]。产业邻近性 ϕi, j 表示 i, j产业在城市c中同时表现出

显性比较优势条件概率的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ϕi, j = min{P(RCAc, i > 1|RCAc, j > 1), P(RCAc, j > 1|RCAc, i > 1)} （12）

如果一个产业与本地现有的优势产业关联越密切，则该地区拥有生产该产品的能力

越强。产业关联密度的计算方法如下[41]：

densityi,c =
∑j

Xj,cϕi, j

∑j
ϕi, j

（13）

公式（13）中：若 j产业在c城市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Xj,c 为1，否则为0。

本研究采用上述方法，评估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整车企业和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汽车企业的产业平均关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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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情况分析

3.1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特征
高进入地区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较多（图1），长三角是企业退出数量核密度高

值地区（图2）。本研究基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分别统计退出和进入的新创汽车企业数
量，并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发现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与进入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的
回归系数为 0.08，通过 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R2为 0.74，表明企业退出与企
业进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具体区域来看，作为中国汽车产业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43]，
长三角（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新创汽车企业进入数量和退出数量均位列中国第一
位。截止2018年底，长三角集聚3142家新创汽车企业，占全国新创汽车企业总数的比例
为 31.10%；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有 243 家，占全国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总数的比例为
28.06%。此外，重庆、烟台和天津等高进入城市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数量也较多（图2）。

中国沿海和沿长江多个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规模较大（图3）。从退出的新创汽
车企业的注册资本来看，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湖北省和浙江省退出的新创汽车企
业注册资本占中国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52.54%（表1）。值得注意
的是，山东省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注册资本占中国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
比例为18.12%，位居省级行政区首位，其新创汽车企业平均退出规模为1亿元，相对较
高（表1）。其中，烟台市作为山东省整车生产强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
大量新创汽车进入[44]。烟台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资本总额为52.89亿元，占中国新创汽
车企业退出资本的比例为 10.06%，成为中国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资本总额最高的城市。
除了烟台之外，重庆、荆州、临沂等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的注册资本规模也较大。
3.2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高风险区域探测

通过对新创汽车企业进行非均质背景下的核密度估计，得到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强度
（图 4），研究发现中西部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强度大，而东部沿海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强度

图1 基于企业数量的中国新创汽车企业进入核密度分析
Fig. 1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based on firm numbers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2300



10期 徐 宁 等：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较小。贺灿飞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受到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综合影响，中
国工业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沿海省份工业发展条件整体优于内陆省份，大量
产业向沿海集聚，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45]。本研究发现中西部省份新创汽车退出比例为
9.42%，比沿海新创汽车企业平均退出比例高0.85%。

比较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核密度图（图 2）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强度（图 4）：前者识

图3 基于注册资本总额的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核密度分析
Fig. 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based on registered capital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2 基于企业数量的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核密度分析
Fig. 2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based on firm numbers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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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长三角是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数量的高值地区；后者识别出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上海
市、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东北部） [46]作为汽车产业集聚区[47]，新创汽车企业退出风险较
小，适合新创汽车企业成长。

本研究将通过显著性的阈值分别设为0.001、0.01和0.05，探测出高退出风险的“热
点”大部分位于中国中西部区域（图5）。本研究识别出江西省抚州市、宜春市、吉安市
属于风险较高的区域。近年来在传统汽车制造领域优势并不明显的江西省加大了对汽车
产业发展的力度，然而“江西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热度全国居首，产能利用率却大幅

表1 中国各省新创汽车企业的退出情况
Tab. 1 A summary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in each of Chinese provinces

山东省

江苏省

辽宁省

湖北省

浙江省

重庆市

安徽省

江西省

河北省

山西省

其他省份

总计

退出企业

数量(家)

95

121

32

61

118

42

79

61

40

8

209

866

占所有退出企业

数量的比例(%)

10.97

13.97

3.70

7.04

13.63

4.85

9.12

7.04

4.62

0.92

24.13

100.00

退出企业注册

资本总额(亿元)

95.24

53.72

42.52

42.37

42.37

36.25

34.09

27.02

20.16

14.70

117.25

525.69

占所有退出企业注册

资本总额的比例(%)

18.12

10.22

8.09

8.06

8.06

6.90

6.48

5.14

3.84

2.80

22.30

100.00

企业平均退出

规模(亿元/家)

1.00

0.44

1.33

0.69

0.36

0.86

0.43

0.44

0.50

1.84

0.56

0.61

注：企业平均退出规模=退出企业注册资本总额/退出企业数量。

图4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强度空间分异
Fig. 4 Mean p-value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density in China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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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8]。此外，山东省烟台市、安徽省池州市和铜陵市等地退出风险也
较高（图5）。汽车产业退出风险较大的地区，需要进一步做好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等工
作[6]，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造成的波及性风险。

4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理论假设
本研究借鉴贺灿飞[13]167、朱晟君等[21]、Boschma等[26]、Bathelt等[49]关于企业生存动态

的理论框架，将影响企业的生存动态的外部环境因素分为产业关联、区域关联、政策关
联3个维度，并采用相关的变量指标加以刻画，认为这3个维度的变量分别给企业带来了
区域内的知识溢出、区域外的知识溢出以及政策扶持。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区域关联、产
业关联和政策关联之外，企业的生存还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50]。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
模、类型等企业异质性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图6）。
4.1.1 产业关联维度

（1）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Frenken等将多样化的内涵进行了细分，提出了相
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的概念，认
为相关多样化建立在产业之间存在知
识邻近性的前提下，强调相关多样化
有助于知识溢出，提供了创新所必须
的知识资源，为新创企业发展营造优
质的创新环境[38]。相关研究表明，新
创企业最有可能投资到与自身技术相
关性强的区域[51]。相关行业所带来的
知识溢出往往对新创企业生存更为有

图5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热点”区域
Fig. 5 Hotspots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6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生存状况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Fig. 6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ival status of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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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17]。本研究提出假设H1a和H1b。
假设H1a：城市的相关多样化环境为新创汽车企业生存营造了优质的学习和创新环

境，相关多样化越高的区域，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越低。
假设H1b：城市的非相关多样化水平越高，不利于行业之间的交流学习，新创汽车

企业退出概率越高。
（2）产业知识复杂性。一些研究发现，知识溢出往往具有地方化特征，企业的生存

受到当地知识结构和性质的影响[52]。Hidalgo等通过国家-产品二模网络来评估国家的知
识复杂性，发现知识复杂性有助于国家可持续繁荣[53]。Balland等[39]、张翼鸥等[40]分别使
用城市-技术二模网络测度了美国和中国城市的知识复杂性，研究发现复杂的知识往往在
相对较少的地方产生，具有空间“粘性”，不容易移动到其他地方。知识复杂性与区域经
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54]。

假设H2：高产业知识复杂性有助于地区重塑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降低
新创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

（3）产业关联密度。Hidalgo等提出了“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概念，通过评
估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区域共现的概率，定量分析了产品之间邻近性以及产品的关
联密度，发现国家发展的新产品与已有产品密切相关，强调产品认知邻近性对于产品空间
多样化的意义[42]。产业关联密度指标反映了该区域与某产业相关联的多个产业的发展情
况，可以用来评估区域发展该产业的知识资源积累水平。Howell认为产业关联密度降低
了货物运输、人员流动和思想传播的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绩效[50]。金璐璐等研究
发现产业关联密度与产业的退出呈现负相关关系[41]。本研究提出假设H3a和H3b。

假设H3a：汽车整车产业关联密度越大，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越低。
假设H3b：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产业关联密度越大，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越低。
（4）原有汽车工业基础。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证明了区域中的先行产业、网络

和制度结构为多样化的过程提供了机会和限制，影响到了区域随着时间变化形成新的产
业专业化的可能性[26]。本研究将区域原有汽车工业基础作为变量，采用汽车工业总产值
来刻画这一变量。

假设H4：已有汽车产业的工业总产值越高，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
4.1.2 区域关联维度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贸易一体化”和“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地
方的产业发展往往被纳入全球生产价值链中[55]。全球化促使新企业向对外连接程度高的
地方集聚 [56]。汽车工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 [57]。本研究使用外资工业依赖度
（即外资工业企业总资本占城市工业总资本比例）作为衡量城市工业全球化水平的指标，
提出假设H5。

假设H5：外资工业依赖度越高，有助于企业吸收外部的知识资源，新创汽车企业退
出的概率较低。
4.1.3 政策关联维度 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汽车产业政策在汽车企业发展
中起到引领作用[58]。相关研究发现，当国有企业发生经营危机时，政府会给予这些企业
财政补贴或信贷，帮助国有企业度过难关，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59]。此外，对
关键产业的支持和特定企业的补贴等地方保护主义和支持性政策，短期内有助于企业减
轻竞争效应的影响，减少企业失败的机会 [29]。本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3
年），使用国有工业依赖度（即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代表政
府对区域经济的介入程度，并使用城市汽车企业税收负担率（即汽车产业缴纳税金与该
城市汽车产业营业收入的比例），反映政府对汽车产业的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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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a和H6b。
假设H6a：城市的国有工业依赖度越高，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
假设H6b：城市的汽车产业税收负担率越高，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越高。

4.1.4 企业异质性维度 本研究在企业异质性维度，加入汽车企业类型、所有权、规模[60]

等个体属性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各个维度的变量，详细见表2。

表3展示了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本研究自变量较多，因此，使用方差膨胀因子对
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Max(VIF)=5.94<10，平均VIF为 2.48，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36]171。因此，这些自变量可以代入到模型中进行回归检验。
4.2 计量分析结果

本研究使用Stata 14.0软件对10104家新创汽车企业全样本数据进行二值Logit回归，
并分别对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样本开展二值Logit回归分析（表4）。

模型（1）的分析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City_RV）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关多样化的城市环境有助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概率。非相
关多样化（City_U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非相关多
样化程度越高，企业退出的概率越高，该结果证实了假设H1a、H1b。外资工业依赖度
（City_FDI）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外资工业依赖度越高，新创汽
车企业退出概率越低，证实了假设H5。中国汽车企业深受全球化的影响，随着外资企业
的进入，促进了中国新创汽车企业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经验，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汽车
产业链的地位[61]，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概率。国有工业依赖度（City_GOV）的回归系数
符号为负，在5%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工业依赖度降低了企业退出的概率。税

表2 研究变量定义与测度
Tab. 2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variables

变量维度

因变量

产业关联

区域关联

政策关联

企业

异质性

变量代码

Exit

City_RV

City_UV

City_KCI

City_Auto_Density1

City_Auto_Density2

City_Industrial

City_FDI

City_GOV

City_TAX

Type_Product

Type_Ownership

Type_Size

Type_New

变量名称

企业是否退出

相关多样化

非相关多样化

产业知识复杂性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关联密度

汽车整车关联密度

汽车工业总产值

外资工业依赖度

国有工业依赖度

税收负担率

是否整车

是否外资

注册资本是否大于或等于中位数

是否新能源汽车

测度方法

企业是否注销或吊销，是为1，否为0

参考Frenken等[38]

参考Balland等[39]、张翼鸥等[40]

参考Hidalgo等[42]、金璐璐等[41]

城市规模以上汽车企业总产值

城市外资工业企业总资本/城市工业企
业总资本

城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城市工业总
产值

城市汽车产业缴纳税金/城市汽车产业
营业收入

整车企业赋值为1，零部件企业为0

外资汽车企业赋值为1，内资企业为0

注册资本大于或等于中位数赋值为
1，小于中位数为0

新能源汽车赋值为1，传统汽车为0

回归系数
符号预期

-
+

-
-
-
-
-

-

+

？

？

？

？

注：“-”表示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为负相关关系；“+”表示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为正相关关系；“？”表示自变

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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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负担率（City_TAX）的回归系数为 4.088，且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税收
负担率提高了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反之，低税收扶持政策则有助于新创汽车企业
生存[58]。

模型（2）和模型（3）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有助于减小新能源汽车的退出概率，

表4 基础回归结果
Tab. 4 Results of basic regression

City_RV

City_UV

City_KCI

City_Auto_Density1

City_Auto_Density2

City_Industrial

City_FDI

City_GOV

City_TAX

Type_Product

Type_Ownership

Type_Size

Type_New

cons

Correctly classified(%)

N

模型（1）

全样本

-0.439**

0.548**

0.004

-0.002

0.005

0.000

-0.637*

-1.349**

4.088***

-0.211

0.007

0.014

0.066

-3.411***

91.47

10104

模型（2）

新能源汽车

-0.763*

0.798*

-0.007

0.070

-0.019

0.000

0.980

-0.288

2.019***

-0.340

-0.133

-0.117

-3.218***

91.00

2000

模型（3）

传统汽车

-0.305

0.514**

0.006

-0.017

0.012

0.000

-1.104***

-1.682***

4.537***

-0.078

0.031

0.042

-3.592***

91.56

8104

模型（4）

整车企业

0.278

0.068

-0.013

0.362

-0.155**

0.000

0.072

-0.579

-3.897

-0.730

-1.081**

-1.082

-2.117***

92.75

331

模型（5）

零部件企业

-0.480**

0.567***

0.005

-0.015

0.010

0.000

-0.675**

-1.372**

4.067***

0.012

0.043

0.066

-3.428***

91.40

9773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表3 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Tab.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collinearity test

变量

Exit

City_RV

City_UV

City_KCI

City_Auto_Density1

City_Auto_Density2

City_Industrial

City_FDI

City_GOV

City_TAX

Type_Product

Type_Ownership

Type_Size

Type_New

样本量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10104

均值

0.09

1.62

2.87

74.39

1.77

2.10

673.00

0.19

0.08

0.02

0.03

0.10

0.57

0.20

标准差

0.29

0.35

0.28

13.48

2.31

5.76

1000.00

0.16

0.09

0.02

0.18

0.30

0.49

0.40

最小值

0

0.07

0.92

27.06

0

0

0

0

0

0.02

0

0

0

0

最大值

1

2.26

3.23

100.00

12.83

32.53

5500.00

0.77

0.91

0.04

1.00

1.00

1.00

1.00

VIF

3.84

2.58

3.61

4.99

5.94

2.04

2.32

1.60

1.05

1.06

1.08

1.0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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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关多样化的地方环境则加强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外资工
业依赖度（City_FDI）越高，越有助于降低传统汽车企业退出的概率，外资工业依赖度
（City_FDI）对新能源汽车退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国有工业依赖度（City_GOV）
对传统汽车企业的退出有减缓作用，但是对新能源汽车企业退出的影响未通过实证检
验。税收负担率（City_TAX）则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019和4.537，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高税收负担率提高了传统汽车和新能
源汽车新创业企业的退出概率，证实了政府产业政策对新创企业生存的影响[29]。

模型（4）和模型（5）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City_RV）可以降低零部件企业的退
出概率，非相关多样化（City_UV）增加了零部件企业退出的概率，而相关多样化和非相
关多样化对整车企业退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汽车整车产业关联密度
（City_Auto_Density2）在整车企业模型中回归系数为负号，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汽车整车关联密度越大，新创整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进一步说明了原有的整
车相关联的产业发展对于整车企业生存的重要意义[6]。外资工业依赖度（City_FDI）越
高，有助于降低零部件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外资工业依赖度（City_FDI）对整车企业的
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了汽车零部件企业更容易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溢出的
影响[61]。在模型（4）中，企业规模（Type_Size）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 5%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整车企业规模越大，越不容易退出[6]。整车企业规模大，产业链更
长，从业人数多，其经营情况状况对当地经济影响较大，地方政府采用了定向订单等多
种方式扶持整车企业，进而降低了企业退出风险[62]。国有工业依赖度和税收负担率对整
车企业退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模型（5）的回归系数符号和全样本模型结果一
致，表明了国有工业依赖度越高，零部件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越低；税收负担率越高，
零部件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越高。

产业知识复杂性 （City_KCI）、汽车零部件和配件制造产业关联密度 （City_Au-
to_Density1）、原有汽车产业基础（City_Industrial）变量在表 4的 5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在上述3个变量上表现较好的区域，一方面有可能为汽车企业的成长带来知
识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大量企业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企业退出[63]。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利用均质和非均质背景下核密度分析方法，识别2014—2018年中国新创汽车

企业退出的集中区域以及高风险“热点”区域；采用二值Logit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新创汽
车企业退出的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数量来看，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在空间上以长三角为核
心，与新创汽车企业进入的空间格局较为吻合。从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注册资本来看，
中国沿海和沿长江多个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规模较大，其中，山东省烟台市是退出
的新创汽车企业资本总额最高的城市。

（2）从全部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风险来分析，新创汽车企业退出高风险区域与企业
退出的集中区域并不重合。长三角等沿海地区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较多，但新创汽
车企业退出的风险较小。新创汽车企业退出高风险区域主要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春
市、吉安市，山东省烟台市，安徽省池州市、铜陵市等地。

（3）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相关多样化有利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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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关多样化增加了企业退出的概率；此外，全球化水平、国有工业依赖度越高，有助
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税收负担率越低，也有助于降低企业退出概率。从新
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样本的回归分析比较而言，相关多样化以及较低的税收负担率，有
助于减缓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的退出；全球化水平降低了传统汽车的退出概率，但对
新能源汽车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来看，城市原有的整车产业关联密度越大，新创整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整车企业规
模越大，则退出概率越低；高全球化水平、相关多样化水平、国有工业依赖度降低了汽
车零部件企业退出的概率；高税收负担率和非相关多样化水平则提高了汽车零部件企业
退出的概率。
5.2 讨论

（1）本研究证明了相关多样化等产业关联因素对新创汽车企业生存的正面作用。一
方面，区域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相关多样化水平，积极促进关联产业间的技术交流[64]，
为汽车产业提供互补性的知识资源。另一方面，区域也需要注意在产业变革时期，加强
非相关行业技术对新创汽车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例如国内汽车整车企业联合华为、大
唐等信息技术企业，为汽车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模块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65]。

（2）本研究证明了全球化这一区域关联对新创汽车企业生存的正面意义。就汽车制
造业重点区域而言，除了需要加强“地方传言”之外，还需要积极开放地引进外部知识
资源，提高全球化对外连接水平，通过“全球管道”带来的知识扩散，促进区域生产系
统的改进与升级[49]。

（3）本研究表明政策关联在短时间内能够降低企业退出的概率。在新兴产业初始发
展阶段，需要政府等机构营造出适合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26]。新能源汽车企业是地方政
府重点扶持的对象，低税收等补贴手段短期能够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但是政府
力量也不能摆脱汽车产业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本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退出比例为
9.05%，比新创汽车企业平均退出比例高0.48%。新能源汽车相对于传统汽车企业，生产
成本高、基础设施不完善，退出市场的风险也较高[66]。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得落后市场
生产效率的企业保留在市场中，长期而言，并不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9]。汽车产业发
展关键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在适合发展汽车产业的城市，政府应该通过系统性
的产业振兴政策，鼓励有实力的汽车企业在“电池”“电机”“电动转向”等关键零部件
领域加强技术创新力度，而非鼓励各路资本涌入汽车制造业领域，形成资本泡沫。

（4）Klepper提出了衍生（spin-off）这一产业动态机制[14]，其基于美国汽车产业数据
的分析表明，原有汽车企业衍生出来的新创汽车企业能够继承原有企业知识资源等，具
有较低的退出风险。衍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创业形式，需要深入分析衍生对中国产业动
态的影响[67]。本研究受到时间和精力的制约，并未对10104家企业进行衍生以及非衍生等
创业背景的识别。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新创企业的创业背景，进一步研究衍生对中
国新创汽车企业生存的影响。此外，本研究使用二值Logit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企业是
否退出的影响因素，并未探讨企业生存强度的影响因素。后续研究还可以借鉴Klepper的
方法[14]，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中国新创企业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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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pattern and underlying factors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XU Ning, LI Xiande, LI Weijiang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has been going through unprecedented and once-a-
century changes, which in turn has stimulated new waves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the sector.
A notable feature of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is the emergence of new
ventures. However, with the decline of automobile sales, many new ventures have exited the
market, which generated negative impacts on regional economies. This study uses a detailed
firm- level dataset from the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Credi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to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utomobile ventures. In particular, it identifies hotspots of new
automobile ventures that have ceased to operate with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Drawing upon the
database of "China's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 this study employs logit regressions
to identify underlying factors of exited automobile ventur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1) Dynamic entries and exit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Areas with more new
automobile venture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end to have more exited firms; exited
firms along the coast as well as the Yangtze River tend to be larger. (2) Firms' survival rate
varies across regions. "Hotspots" of exited firms include Fuzhou, Yichun, and Ji'an in Jiangxi
Province, Yantai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well as Chizhou and Tongling in Anhui Province. (3)
Related variet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gen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new "know-how", tends to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firm exit, while unrelated variety tends to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Furthermore, higher levels of relatedness within the sector and larger sizes of the complete
automobile industry tend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firm exit. Higher levels of globalization,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bring in new "know- how", te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wer
probabilities of firm exit. It is also noted that higher levels of dependence o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lower levels of tax tend to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firm exit.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on firms' survival.
Keywords: new automobile venture; spatial pattern; exit; influencing fa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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